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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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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依据“品牌与国家

联结”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收集到的315份消费者问卷数据，探究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

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品牌创新资产通过“品牌与国家联结”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产

生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技术民族主义正向调节“品牌与国家联结”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

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理论上推进了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影响的相关研究，进

一步从企业主体的微观层面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在实践上，本文对

中国领先企业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发展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直接的战略启示，即品牌创新资

产有助于提升品牌与国家的联结度，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品牌对国家的代表性，促进品牌的国家

级地位构建，进而助力品牌在世界市场范围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及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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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在新的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转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

八大将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面科技创新。

一系列新思想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①，强调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产生的生产力跃升（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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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凌云，2023）。本质上科技进步是实现创新的驱动力，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可以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黄群慧等，2024）。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路径之一，在全球市场中，品牌的国家级地位愈发重要。同时，国际政治大环境和中美技术脱

钩，在消费者层面引发对技术和国家安全的维护，表现为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

（Kim等，2020；Luo，2022）。当科技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元素，技术民族主义涌现会激发消费者

对本国核心科技的保护意识，并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加具备创新能力的品牌，支持自主研发核

心科技的企业。

从理论上，成功的技术创新对创造和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Varadarajan，2017）。
企业创新程度对其价值资产和品牌资产均有正向影响（Koshksaray等，2023）。真正的创新产品

可以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产生更高的利润并强化品牌。因此，企业提升研发支出、推出创新产品

不仅能够增加顾客价值促进销售（Sharma等，2016），而且有助于改善品牌形象，从而影响顾客

的购买决策（Chen等，2024）。现有研究将创新资产与顾客资产进行组合研究，在不同的外部压

力环境和内部资源环境下，通过重构顾客资产和创新资产的宽度或深度，形成不同的品牌战略

（张娜等，2017），当深度创新资产和广泛的顾客资产相匹配时，公司绩效最高（Fang等，2011）。
品牌创新资产（brand innovative asset）作为企业创新资产在品牌层面的外显形式之一，区别于

基于顾客角度的感知品牌创新性（perceived brand innovativeness）（Shams等，2015），强调企业

对品牌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的长期投入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识别的品

牌价值。

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已经具备“创新型国

家”的品牌联想①。作为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创新资产是企业长期积累的、能够在市

场中产生品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Aboulnasr等，2008；Brexendorf等，2015）。相较于传

统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品牌创新资产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关联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映射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建设水平，而且能够进一步与宏观的国家资产产生联结，提升企业可持续竞

争优势并助推“品牌强国”建设。然而，目前较少有研究从国家品牌战略视角探讨品牌创新资产

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也缺乏技术民族主义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实证检验。在国家

品牌战略协同的宏观视角（nation branding strategy）和微观视角（national branding strategy）下
（何佳讯，2023），我们曾结合国家品牌资产和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两大领域提出的核心构念

“品牌与国家联结”（brand-nation connection），强调了商业品牌与国家品牌之间的互促影响效

应（He和Ge，2023）。“品牌与国家联结”作为国家经济双循环战略的表征，对于建立具有国家级

地位的品牌并走向世界市场尤其重要（何佳讯，2023）。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试图探究品牌创新资产如何通过“品牌与国家联结”提升企业可持

续竞争优势，以及在此过程中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作用，从企业资产配置的角度补充新质生产

力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微观证据。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品牌

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路径是什么？第二，在品牌创新资产影响企业可持续竞

争优势的作用机制中，“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的两个维度是否分别对应地发挥中介作用？第

三，技术民族主义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机制如何？通过

回答以上问题，有关结论尝试为中国领先企业如何运用品牌创新资产发展拥有国家级地位的

品牌带来战略启示，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企业科技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第一动力更强劲[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
10/content_5717027.htm, 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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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品牌创新资产与新质生产力

在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与国家形象紧密联

系（He和Ge，2023）。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形成新的生产力业态（周文和许

凌云，2023），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产生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企业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效率提升，主要由技术

进步或要素创新配置产生（龚关和胡关亮，2013；许诺等，2025）。企业创新资产（innovation
asset）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代表用于开发和应用技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相关资

源，包括技术和产品开发、制造工艺和技术诀窍、生产控制和质量保证。根据定义，创新资产是

企业内外部资产协同配置形成创新突破的相关资源，综合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涵和

实质（张娜等，2017）。技术创新资产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科研资产、工艺创新资产、产品创新应

用资产和美学设计资产（Christensen，1995；Martín-de等，2013）。
在创新资产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中，创新资产内部与企业的互补资产相互作用、

相互协调，实现协同效应（汪涛等，2024），外部联系顾客资产，理解顾客需求趋势与竞争态势，

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共同促进绩效增长，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Fang等，2011；张娜等，

2017）。在企业内部环境中，技术创新资产与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紧密相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有必要利用多种类型的资产进行特定组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Zhang等，2018）。在企业外

部视角中，创新被视为可持续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它能够带来产品改进，增加产品组

合的价值，帮助企业生存与持续进步（Marín-García等，2020）。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

和引领市场变化，这与新质生产力强调的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方式和效率的革新的观点

一致。

品牌创新资产与企业创新资产密切相关（葛佳烨和何佳讯，2024）。企业的创新投入通常会

以品牌的表现形式传递给消费者，成功的创新可以提升品牌的市场认知度、消费者态度和使用

情况，从而形成品牌层面的创新感知和联想（Brexendorf等，2015）。因而，品牌创新资产不仅反

映了企业创新的质量和效能，也在市场环境中传递了企业创新的感知价值。结合内外部视角，

本文参考并改编Hubert等（2017）研究中感知品牌创新性的相关题项以测量品牌创新资产。一

方面，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是感知品牌创新性的基础，引发消费者对企业创新资产的主观感知

（Hubert等，2017；Koshksaray等，2023）；另一方面，该测量覆盖了人才、技术、产品等多个维度，

综合体现了企业通过多要素协同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品牌与国家联结

商业品牌与国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Kock等，2019；He等，2021）。早期关于品牌和国家关

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产国效应上，即消费者如何看待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产品（Balabanis
等，2019）。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发展，原产国的概念正被扩展为一个多角度的结构，包括

产品国家形象、文化发源地乃至混合的来源地，“品牌与国家联结”也因此有了新的内涵。何佳

讯和吴漪（2020）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将国家品牌资产划分为三类：独立的国家品牌资

产、嵌入品牌资产的国家品牌资产、与产品和品牌相关的国家品牌资产。其中，第三类国家品牌

资产定义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国家资产中嵌入品牌将如何影响品牌绩效的提升”，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打破了国家品牌资产的传统狭义理解，通过更广泛的视角从品牌的微观角度对国家

品牌资产的构建进行了研究（Chabowski等，2013；何佳讯和吴漪，2020）。

 ①引用自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 403/content_6939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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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和Ge（2023）从品牌资产的角度，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针对“原产地”这一原始构

念进行重新思考，在已有品牌和国家关联度研究的基础上（Anholt，2005；Fetscherin，2010；
Andéhn等，2016；Kock等，2019），提出了“品牌与国家联结”（brand-nation connection）构念，用于

衡量商业品牌与原产国之间代表性和联想的程度，包括“从国家联想到品牌”和“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两个维度。前者反映了品牌对来源国的“代表性”，即提到一个国家时，品牌被联想到的可

能程度，反映出品牌在国家层面的地位优势；后者则强调了品牌与来源国的“关联性”，即当提

到一个品牌时，联想到哪个来源国的可能程度（He和Ge，2023）。“品牌与国家联结”将来源国研

究从“线索基础”（clue-based）推进至“程度导向”（degree-oriented）。多项研究通过探究“品牌与

国家联结”转化为品牌可能价值的中介机制，包括品牌能力与品牌温暖、感知品牌全球性，进一

步验证了“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和测量的有效性以及“从国家联想到品牌”和“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这两个维度的性质差异（何佳讯等，2022；何佳讯和胡静怡，2023）。
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理念在宏观上塑造了“国家作为品

牌”的创新资产，同时微观企业层面的品牌创新资产也得益于企业长期的科技创新投入。品牌

创新资产不仅反映了企业微观层面的创新能力，也可以视为新质生产力在品牌层面的外显表

达。“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从联想程度上将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品牌创新资产提升了品牌在

所属国家中的代表性，使其更容易在“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的路径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创新形

象的典型载体；另一方面，品牌创新资产也增强了品牌与国家之间的感知联结，使得消费者在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的过程中，更加容易将该品牌与其原产国的创新形象建立起直接联系。这

种联结不仅有助于品牌向外传播国家创新力，推动“品牌强国”建设，反过来也能增强品牌自身

在全球市场中的创新识别度与差异化竞争优势，双向强化品牌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性。

（三）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能使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经济潜力巨大的市场环境中拥有不可替代

的优势地位，这种持续的竞争优势形成企业在市场中的可持续竞争力（Lloret，2016）。过往学者

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集中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McWilliams和Siegel，2011；Waheed和Zhang，2022）。实际上，作为可持续增长的一种手段，可

持续竞争优势的发展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一家企业正在实施一个独特的价值创造战略，

而任何其当前及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没有实施、无法复制这一战略并获得好处时，即认为这家企

业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基于此，Kim等（2011）给出了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CA）的定义：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实施某些独特的价值创造

战略的长期收益，任何当前或潜在的竞争对手都不会同时实施且无法复制该战略并获得收益。

这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可以来自实施相较于竞争对手更佳的价值创造战略，或现有及潜在竞

争对手无法复制或模仿成本很高的价值创造手段（Bharadwaj等，1993）。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持续竞争力”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作为两个紧密相关但各

有侧重的核心概念，共同构成了企业长期绩效与战略定位的重要支撑。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是长

期稳健发展的能力基础。过往研究从人力资源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三个方面来衡

量中国纺织业的可持续竞争力，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一个评估纺织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指

标体系（Xiao，2012）。Delgosha等（2021）通过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方法，将企业可持续竞争力

划分为总体水平和变化程度两个方面。可持续竞争优势则强调通过独特且难以复制的战略路

径，持续实现价值创造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基于资源的观点认为，企业应该获得资源，尤其是

知识资源，以加速技术进步并防止竞争对手的模仿（Mahdi等，2019）。创新是企业部署和利用

其知识来创建或改进产品和技术的过程（Aghion等，2013），可以实现企业知识的潜在价值，并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研究

139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存和竞争优势（Sharma等，2016）。从长远来看，企业可以通过发展一套关

键能力，使其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客户，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Srivastava等，

2013）。这种关键能力是企业在产品质量、客户服务、创新、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等关键领域开发

的能够超越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本研究参考并改编Chang（2011）的量表进行可持续竞争优

势的测量，该量表已被多位学者使用和验证（Chen等，2009；Camisón和Villar-López，2011；
Zhang等，2023）。

（四）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作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分支之一，将技术与国家

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Luo，2022），最初指为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而进行的

技术发展，较多用于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Reich，1987；Ostry和Nelson，1995）。技术民族主义的

兴起源自技术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21世纪后其内涵不断扩大至国家对科学、技术和

经济发展的广泛干预，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基于核心技术增长的产业政策，即通过发展高端技术

在国际环境中获得绝对竞争优势（Manning，2019）。Kim等（2020）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确定

一个国家科技政策方向的工具，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国家赋权（state empowerment）、增长导向

（growth orientation）和全球联系（global connection）。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基

本框架，旨在通过创新引领的科技政策，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Shim和

Shin，2019）。现有理论研究支撑了“技术国家性”观点，提出国家的创新效率极其重要，决定了

国家的技术和经济表现（Freeman，2008）。
在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化的不同阶段，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具有不同的侧重。传统的技术

民族主义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技术发展和扩散视为国家繁荣和实力的关键，通过政策支持

和激励措施来促进国内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Stoneman，1996）。而新技术民族主义是对传统技

术民族主义的扩展和深化，涉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策略。它强调在国际竞争和对抗的背景下控

制技术，侧重于使用法律和监管措施来限制或制裁被视为威胁的外国技术和投资，通过国家介

入措施保护和促进本国技术的安全和独立性，并可能导致技术脱钩和去全球化。技术是国家安

全的最基本条件，新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政策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只有

通过技术本土化和自主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富强（Luo，2022），这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发展理

念高度契合。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价值取向，将在全面科

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更为显著地涌现与强化。尤其是在国际技术竞争加剧与自主可控成

为共识的趋势中，国内消费者更倾向于将本国品牌的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挂钩，进而展现出对

科技创新企业更高的支持与偏好。本文在新技术民族主义背景下讨论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已经显著提升了国

家品牌层面的创新资产。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贡献于“国家作为品牌”的创新资产。依据国

家品牌资产的构成（何佳讯和吴漪，2020），宏观层面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体现了宏观层面的

国家资产，而微观层面的国家资产以企业为主体，体现为品牌资产中所蕴含的国家资产。“品牌

与国家联结”理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构建了商业品牌与国家品牌之间的双向影响（He和Ge，
2023）。从创新的角度看，显然也存在两者的联结关系。据此，本文以品牌创新资产为出发点，基

于“品牌与国家联结”的双维度概念，建立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

模型，并引入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时代背景下被强化的消费者价值取向作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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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构成了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通常被理解为多种互

相关联的资源和能力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综合效应（Kim等，2011）。其中，创新资产被认为是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特别是产品创新能力。产品创新是一种提高价值的方式，企业的

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和市场领导者地位（Varadarajan，2017）。新产品创新

对一个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存在正向影响，是支撑企业长期成功的一种竞争战略（Kuncoro
和Suriani，2018）。感知创新是一种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力量（Kunz等，2011），而消费者对企业创

新性的感知最终会影响或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价值评估（Sorescu和Spanjol，2008；Filová，
2015；Branstad和Solem，2020）。因此，企业创新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企业的创新产

品、创业精神、专有知识都会通过影响品牌创新资产来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肖勰等，

2019）。因此，将一个组织或企业转变为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必须考虑到创新过程中资

源的配置与运用，重视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包括创新能力、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企业文

化等因素，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品牌创新资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二）品牌创新资产对品牌与国家联结的直接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成功的创新能够塑造消费者对品牌创新的看法并更新对其的独特关联

（Barone和Jewell，2013；Hubert等，2017），从而使品牌在保持相关性的同时形成差异化竞争优

势（Beverland等，2015）。品牌创新资产作为企业创新成果在品牌层面的集中体现，能够提升品

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创新形象与国家代表性。从“品牌与国家联结”理论出发，显著的国家形象特

征能够通过品牌与国家的联想赋予品牌类似的属性（Chao和Rajendran，1993；Diamantopoulos
等，2017）。因此，品牌创新能通过增强品牌实力而与其国家地位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且无论该

国家是否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国家，这种联系均有效（He和Ge，2023）。这主要是由于企

业品牌与国家品牌之间具有相互作用（Diamantopoulos等，2011）。同时，强势品牌本身也具有

塑造国家品牌形象的能力。品牌通过技术创新在市场上树立领先地位，使消费者基于品牌对国

家形成积极的创新印象。这一理论视角强调品牌创新资产对国家品牌认知的“反向建构”作用。

拥有强势品牌的企业往往在国家层面处于领先地位，被称为具有国家级地位的品牌。强势品牌

的创建需要企业投入强大的科技研发作为支撑，在动荡多变的市场中通过创新发展不断向拥

有国家级地位的目标迈进。这类品牌不仅通过提升自身可见度和声誉巩固其国家级品牌地位，

还进一步推动国家品牌形象中“创新”联想的强化建构，进一步强化品牌与国家形象之间的联

系（He和Ge，2023）。因而，强大的品牌创新资产能通过“从国家联想到品牌”和“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两个维度增强品牌对国家的代表性和关联性联想，不仅有助于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中构建

竞争优势，也能为企业借力国家创新形象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支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品牌创新资产能够对“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产生正向影响。

H3：品牌创新资产能够对“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产生正向影响。

（三）品牌与国家联结的中介作用

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企业长期成功的关键要素。以上分析已经表明，创新资产是维持企业可

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其中品牌与国家的联结机制在品牌创新资产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

势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引领发展成为国家级战略，“创新”逐渐

成为与中国相关的联想记忆点（Zhou等，2016）。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突出了创新对于国

家品牌的重要性，将创新放在主导地位，强调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通过技术突破和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周文和许凌云，2023）。在这一背景下，品牌创新资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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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消费者对品牌创新性的感知，不仅提升了品牌的认知优势，更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中激活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进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品牌与国家形象的密

切关联可以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提供独特的优势。品牌不仅是商业实体的象征，也成为国家创

新能力和技术发展的代表。具有国家级地位的品牌通过与国家品牌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传递

国家战略的技术前沿和创新精神，形成商业品牌与国家品牌之间的“正循环”，持续推动企业可

持续增长和国家形象提升（He等，2021）。因此，品牌创新资产能够通过增强“从国家联想到品

牌”维度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品牌创新资产通过双路径的品牌国家联结机制构建

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国家战略之间的重要桥梁。基于以上思考，提出如下假设：

H4：“从国家到品牌的联想”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即“从国家联想到品牌”
维度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H5：“从品牌到国家的联想”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即“从品牌联想到国家”
维度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作用

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结合技术发展和国家利益的价值认同，近年来已成为发达国家创

新体系的代表性特征，也经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技术追赶和经济发展初期。当科技政策得

到更多扩展和支持时，国家角色能够在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强的领导作用（Gao，2014）。强大的

国家创新能力能够积极影响消费者品牌感知（Patel和Pavitt，1994；He和Ge，2023）。在此背景

下，企业不断开展的技术研发和成果储备不仅能够增加自身的品牌创新资产，而且可以通过

“品牌与国家联结”赋予企业品牌强大的国家代表性和关联性。这种企业与国家创新之间的正

面联系，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对企业技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认知。进一步地，技术民族

主义使本土消费者更倾向于将技术创新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提升对这些代表国家技术创

新的企业品牌的评价，提高这些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感知。换言之，具有高水

平技术民族主义的消费者更可能对技术创新代表性企业持有高品牌评价（Luo，2022），因为这

类消费者更加相信并倾向于支持本国技术发展与超越，以促进企业在本国乃至国际市场中的

可持续发展。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效应往往出现在消费者已完成“品牌与国家联结”的联

想之后，会通过价值评估机制强化或弱化消费者对企业战略性成果（如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判

断。随着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技术逆向创新迅速增加，结构化脱钩现象加剧，技术民族主义发

挥的调节作用愈发显著。因此，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和思考，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a：技术民族主义能够在“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中

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且技术民族主义水平越高，调节作用越强。

H6b：技术民族主义能够在“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中

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且技术民族主义水平越高，调节作用越强。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主路径如图1所示。

 四、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选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

发布的2022年大夏“国家冠军品牌强度指数”中名列前茅的10个代表性品牌。2022年大夏“国家

冠军品牌强度指数”排行榜是基于BrandZ和Interbrand两大国内外著名的品牌价值榜建立的榜

上榜，使用He和Ge（2023）开发的“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及其测量工具，对同时入选2022年
Interbrand和BrandZ“中国最佳品牌榜”的44个品牌在国内进行大范围问卷调查，测量消费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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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指定品牌联想到中国的强度和从中国联想到特定品牌的强度。上榜品牌都是具有国家级

地位的知名品牌，所涉及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酒类、高新技术、银行业、金融保险、电商平台、家

电零售、医疗科技、服装等。本次研究主要选取了该品牌强度指数排名前10位的品牌，分别为：

华为、茅台、阿里巴巴、腾讯、格力、比亚迪、五粮液、李宁、美的、云南白药。研究团队于2023年
3月至4月收集“品牌消费态度调研问卷”，调研对象为了解、接触或曾经购买过目标品牌的消

费者。

（二）变量测量

本问卷所采纳的构念均源自经过广泛验证的成熟量表，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及有效性。具

体而言，“品牌与国家联结”这一构念的测量，采用He和Ge（2023）开发的量表，包含“从国家联

想到品牌”与“从品牌联想到国家”两个维度的测量。在品牌创新资产的测量方面，参考并适当

改编了Hubert等（2017）开发的量表，共包含四个测项。对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评估，我们

主要参考并改编了Chang（2011）开发的量表，涵盖六个测项。技术民族主义的测量则结合了

Kim等（2020）以及Samuels（1994）的研究中的相关内容，并据此编制了相应的测项。为确保中

英文环境下的语义一致性与易理解性，我们对所有构念的相关测量题项进行了回译处理与预

测试。

（三）数据质量控制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实证检验，对涉及的变量进行旋转主成分

分析，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5.95%，不超过50%。同时，开展事前控制，问卷标题只提及“企
业调研”，没有向被访者暴露本研究的真实目的。问卷首页声明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所有收集

到的数据将会被保密，每个题项均说明答案无对错之分。为鼓励被访者真实地完成问卷，在被

访者完成有效测试后会给予其现金奖励。在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测量和品牌熟悉度测量这两

部分之间加入筛选题，要求被访者选择某一特定选项来检查其注意力是否集中，以保证被访者

所填写数据的有效性。

 五、  实证分析

（一）信度、效度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设计问卷共计含有10个随机独立问卷，每个独立问卷为上述10个品牌之一。本研

究采用Qualtrics网站进行匿名收集，最终共计收到398份填写规范并全部完成的调查问卷，然

 

品牌
创新资产

“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维度

“从国家联想到
品牌”维度

企业可持续
竞争优势

技术民族主义

H6a

H6b

H1

H2

H3

H4

H5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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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下列标准对无效问卷进行剔除：第一，填写问卷时停留时长过短；第二，未正确选择问卷

中设置的注意力检测题；第三，检查IP地址发现同一名被访者进行了超过一次的作答；第四，被

访者有规律地作答，或所有问题均选择了同一个分值选项。经过筛选后保留有效问卷315份，问

卷有效率为79.1%。

被测品牌的样本分布均匀，对被测品牌进行分类统计显示：华为30份，茅台36份，阿里巴巴

28份，腾讯39份，格力37份，比亚迪24份，五粮液23份，李宁32份，美的34份，云南白药32份。在样

本数据的性别方面，男性96人，占比30.5%，女性219人，占比69.5%；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占比40.3%，本科学历占比31.6%，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28.2%；在年龄方面，

25~29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占比22.2%。

本文构建了含有五个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测量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

度（χ2/df=3.387，p<0.001；NFI=0.893，CFI=0.922，GFI=0.831，TLI=0.911，RMSEA=0.087）。各构

念的测量操作与量表信效度具体如表1所示。Cronbach’s α系数在0.894~0.964，全部超过标准

0.8。此外，表2显示，各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181~0.680，各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

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这些指标表明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 1    各构念操作与量表信效度

构念 测项 因子载荷 t值 CR Cronbach’s α

品牌创
新资产

[品牌]拥有领先的技术； 0.814 —

0.897 0.894
[品牌]推出了许多创新产品； 0.842 17.137
[品牌]雇用了高素质人才； 0.851 17.364
[品牌]的产品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0.723 13.975
[品牌]将注册多项专利 0.752 14.698

“从国家
联想到
品牌”
维度

提到[国家]形象，我脑海中会联想到[品牌]； 0.899 —

0.964 0.964
说起[国家]文化，我可以联想到与[品牌]相关的方面； 0.945 28.859
如果要把[国家]用一个品牌来比喻，我认为[品牌]是
合适的； 0.942 28.643

提起[国家]，我会联想到与[品牌]有关的方面 0.945 28.867

“从品牌
联想到
国家”
维度

[品牌]会让我想到与[国家]有关的方面； 0.886 —

0.951 0.950
如果谈论[品牌]，我会把它与[国家]有关的因素联系
到一起； 0.927 26.099

我觉得[品牌]体现了[国家]文化的某个方面； 0.963 28.680
我觉得[品牌]体现了[国家]商业的某个方面 0.863 22.055

企业可
持续竞
争优势

我认为该[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竞争对手更好； 0.893 —

0.923 0.923

我认为该[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有能力进行研发； 0.854 21.301
我认为该[企业]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好的管理能力； 0.883 22.894
我认为该[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好； 0.755 16.930
我认为该[企业]的形象优于竞争对手； 0.815 19.435
我认为竞争对手很难取代该[企业]的优势 0.688 14.587

技术民
族主义

我认为技术是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条件； 0.842 —

0.926 0.925

我认为国家的科技政策是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0.782 16.56
我认为核心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是国家经济安全的
重要保障； 0.811 17.489

我认为国家在核心产业领域应当摆脱对他国的技术
依赖； 0.895 20.536

我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培育尖端技术来获得国际竞争
中的绝对优势 0.891 2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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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构念的相关系数与AVE平方根值

1 2 3 4 5
1. 品牌创新资产 0.798

2.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 0.365*** 0.933
3.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 0.423*** 0.680*** 0.911
4.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0.616*** 0.553*** 0.599*** 0.818

5. 技术民族主义 0.323*** 0.217*** 0.280*** 0.181** 0.845
M 5.101 4.486 5.129 4.957 6.110
SD 1.108 1.508 1.280 1.023 0.888

　　注：*p<0.05，**p<0.01，***p<0.001。其中M代表均值，SD代表标准差。对角线为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
 

（二）假设检验

1.主效应路径检验。本文基本模型的路径系数如表3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在模型

主效应中，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05，p<0.001），支
持假设H1。在两个中介效应上，品牌创新资产对“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β=0.396，p<0.001）
和“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β=0.423，p<0.001）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支持假设H2和H3。同时，

在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路径中，“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β=0.267，p<0.001）和“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维度（β=0.142，p<0.05）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产生显著正向作用，支持假设H4和H5。在
结构方程模型中，数据已经初步证实了中介作用，进一步构建回归模型检验“品牌与国家联结”
的两个维度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
 
 

表 3    路径系数：基本模型

假设 影响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 CR p
H1 品牌创新资产 →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0.505 0.051 9.288 ***

H2 品牌创新资产 →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 0.396 0.075 6.699 ***

H3 品牌创新资产 →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 0.423 0.067 7.152 ***

H4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 →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0.267 0.047 4.217 ***

H5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 →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0.142 0.053 2.220 *

　　注：*p<0.05，**p<0.01，***p<0.001。
 

2.“品牌与国家联结”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中介效应检验

分两步进行：第一，分别验证品牌创新资产对“品牌与国家联结”两个维度（“从国家联想到品

牌”维度、“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的影响路径及效应；第二，“品牌与国家联结”（“从国家联

想到品牌”维度、“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是否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正

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本文构建了自变量和品牌创新资产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竞争

优势产生影响的模型M1，结果显示，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615，p<0.001），支持假设H1。随后，构建品牌创新资产对中介变量“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
度产生影响的模型M2，以及对中介变量“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产生影响的模型M3，控制了

相关变量后，结果显示品牌创新资产对“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60，
p<0.001），对“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β=0.416，p<0.001）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支持假设H2、
H3。最后，同时考虑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构建模型M4。在考虑了控制变量后，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81，p<0.001），支持

假设H4；“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也存在正向影响（β=0.160，p<0.01），
支持假设H5。研究发现，除中介变量外，因变量还受到自变量的显著影响，“国家与品牌联结”
部分中介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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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民族主义的中介调节效应。为了检验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作用，本文对“品牌与国

家联结”的两条路径分别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Process程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
示。结果显示，“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与技术民族主义的交互项对因变量企业可持续竞争优

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90，p<0.01），即技术民族主义在品牌创新资产通过“从国家联想

到品牌”维度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支持假设H6a。“从品牌联

想到国家”维度与技术民族主义的交互项能够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075，p<0.05），即技术民族主义能够正向调节品牌创新资产经由“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
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正向影响，假设H6b得到支持。这意味着，当技术民族主义处于不

同水平时，品牌创新资产通过“品牌与国家联结”的两个维度（“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从品

牌联想到国家”维度）分别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幅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样本的结构

模型主路径结果如图2所示。

4.进一步分析：品牌类型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效应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品牌类型对模

型路径及调节机制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科技类品牌与文化类品牌。科技类品牌包括华

为、阿里巴巴、腾讯、格力、比亚迪和美的，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与国家科技代表性；文化类

品牌包括茅台、五粮液、李宁和云南白药，主要承载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无论是科技类还是文化类品牌，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效应始终显著

（p<0.001），消费者普遍认可品牌创新能力在塑造企业战略价值中的关键作用。品牌创新资产

作为企业层面核心资源，其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稳定而直接。而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作用

在不同品牌类型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科技类品牌中，技术民族主义对“从国家联想到品牌”
的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β=0.117，p<0.01），对“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的路径亦有显著调节

效应（β=0.108，p<0.05）。这表明，科技类品牌更易激发技术民族主义消费者对品牌国家价值的

认同，从而提升其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评价。相比之下，在文化类品牌中，技术民族主义的

调节效应不显著（分别为β=−0.056，p>0.05；β=0.007，p>0.05），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在面对文化

类品牌时，主要依赖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进行判断，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相对弱化。

 

表 4    “品牌与国家联结”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M1）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
（M2）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
（M3）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M4）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常数 — 0.341 6.557 0.000 — 0.572 5.018 0.000 — 0.489 5.588 0.000 — 0.321 4.167 0.000
性别 0.021 0.099 0.474 0.636 0.048 0.166 0.951 0.342 0.063 0.142 1.239 0.216 −0.003 0.089 −0.063 0.949
年龄 −0.013 0.021 −0.260 0.795 0.015 0.035 0.272 0.786 0.022 0.030 0.388 0.698 −0.020 0.019 −0.469 0.640

教育水平 −0.107 0.053 −2.190 0.029 −0.266 0.09 −4.787 0.000 −0.125 0.077 −2.231 0.026 −0.012 0.049 −0.269 0.788
品牌创
新资产

0.615*** 0.043 13.813 0.000 0.360*** 0.072 7.093 0.000 0.416*** 0.061 8.166 0.000 0.447*** 0.042 10.113 0.000

“从国家
联想到品
牌”维度

0.281*** 0.038 4.992 0.000

“从品牌
联想到国
家”维度

0.160** 0.045 2.857 0.005

R2 0.391 0.209 0.200 0.517
调整R2 0.383 0.198 0.190 0.508

F值 F（4，310）=49.672，p=0.000 F（4，310）=20.428，p=0.000 F（4，310）=19.358，p=0.000 F（6，308）=54.998，p=0.000
　　注：*p<0.05，**p<0.01，***p<0.001，β表示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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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品牌创新资产通过“品牌与国家联结”的两个维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

影响，以及技术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

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和“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在品牌创新资产

 

表 5    技术民族主义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中介调节模型M1 中介调节模型M2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 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β 标准误 t p

常数 4.023 1.091 3.689 0.000 2.731 0.489 5.588 0.000 4.141 0.841 4.922 0.000 2.873 0.572 5.018 0.000
品牌创新

资产
0.468*** 0.045 10.483 0.000 0.501*** 0.061 8.166 0.000 0.461*** 0.043 10.776 0.000 0.509*** 0.072 7.093 0.000

技术民族
主义

−0.436* 0.174 −2.502 0.013 −0.453** 0.132 −3.437 0.001

性别 0.005 0.091 0.058 0.954 0.176 0.142 1.239 0.216 0.011 0.088 0.122 0.903 0.158 0.166 0.951 0.342
年龄 −0.01 0.019 −0.529 0.597 0.012 0.03 0.388 0.698 −0.012 0.019 −0.622 0.535 0.01 0.035 0.272 0.786

教育水平 −0.058 0.05 −1.17 0.243 −0.171 0.077 −2.231 0.026 0.01 0.049 0.204 0.838 −0.429 0.09 −4.787 0.000
“从国家
联想到品
牌”维度

−0.279 0.179 −1.562 0.119

“从品牌
联想到国
家”维度

−0.185 0.222 −0.835 0.404

“从国家
联想到品
牌”维度×
技术民族

主义

0.090** 0.029 3.082 0.002

“从品牌
联想到国
家”维度×
技术民族

主义

0.075* 0.036 2.109 0.036

R2 0.490 0.200 0.523 0.209
调整R2 0.477 0.187 0.510 0.196

F值 F（7，307）=42.166，p=0.000 F（4，310）=19.358，p=0.000 F（7，307）=48.074，p=0.000 F（4，310）=20.428，p=0.000
　　注：*p<0.05，**p<0.01，***p<0.001，β表示路径系数。

 

品牌
创新资产

“从品牌联想到
国家”维度

“从国家联想到
品牌”维度

企业可持续
竞争优势

0.396***

0.423***

0.505***

0.267***

0.142*

技术
民族主义

0.090**

0.075*

 
注：*p<0.05，**p<0.01，***p<0.001。

图 2    总体样本的结构模型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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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技术民族主义在“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以及

“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维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路径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相关

研究假设都得到了样本数据的验证和支持，表明本文的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贡献

第一，在理论上证实了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精神中“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的经济学概念提供了转化为企业实践行

动的内在逻辑证据，即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其价值体现在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

合，促进生产要素的协同匹配。进一步地，不同于产品和技术创新，品牌创新以“品牌基因”为基

础，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性（何佳讯，2021）。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存在有限的生命

周期，但品牌的创新使其不断延长生命周期，实现基业长青。因此，品牌创新资产作为新的战略

要素，对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虽然现有文献广泛探讨了国家竞争力和

国内企业竞争力（Boulouta和Pitelis，2014；Edler等，2023），但关于我国企业在全球化和技术变

革背景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相对不足，尤其是在国家品牌视角下打造“中国品牌”国际影

响力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在“品牌与国家联结”的基础上引入品牌创新资产，以科技产业和传统

产业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品牌创新资产等关键生产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处于变革和动荡

中的现代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性。研究结论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契合了新质生产力中全产业体系和渐进性的特点和全要素优化配置的理念（周文和许凌云，

2023；黄群慧等，2024），从品牌资产的角度提供了新质生产力的微观证据。

第二，丰富了品牌战略与创新战略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品牌理论与创新理论关系领

域的相关研究。传统上品牌与创新是两大领域，但现在两者的联系越来越重要（葛佳烨和何佳

讯，2024）。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品牌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来维持其竞

争优势和市场地位（Brexendorf等，2015；Nguyen等，2016）。品牌既是创新过程的驱动力，也是

创新成果的受益者，不仅可以激励和指导创新的方向和过程，还可以通过创新成果来增强其自

身的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认知。这种趋势促使研究者和业界重新审视品牌与创新之间的互动

关系，寻求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有效的管理策略（葛佳烨和何佳讯，2024）。本文聚焦于品牌的创

新资产，探讨了企业如何通过建立与国家形象相联结的商业品牌，促进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发

展，提供了创新对于发展品牌及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新视角。

第三，本文开拓了技术民族主义在市场营销与品牌战略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技术民族主义

在品牌创新资产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中的中介调节作用。目前有关技术民族主义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和贸易经济领域（Kim等，2020；Luo，2022）。本研究探索发现了技术民族

主义在“从国家联想到品牌”和“从品牌联想到国家”两个维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

发挥的调节作用，契合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国家赋权、增长导向和全球联系三大支柱（Kim等，

2020）。具有高技术民族主义的消费者对具有高技术创新代表性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可持续发展

感知，并且在“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维度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中技术民族主义的调

节作用（β=0.090，p<0.01）大于“从品牌联想到国家”路径（β=0.075，p<0.05），契合了消费者对

本国技术创新的支持与期望的逻辑。研究结论为科技创新引领国家战略，发展国家级地位品

牌，以及融入全球市场并提升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未来与技术民族主义有关的进一

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管理启示

第一，要重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建设。企业应当以创新为第一动

力，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制定企业级品牌战略，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协同顶层设计，以统一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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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导向指导各部门实践，实现品牌创新资产建设及推广。在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激烈的时代

背景下，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品牌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建设。具体而言，在技术创新方面，要把科技创新全面渗透到产

品开发及其商业化的各个方面，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品牌创新资产，并将这些资产视为维护和提

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生产要素。在技术之外的创新方面，要将创新发展根植于人文环境，通过

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增强内部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企业创新文化的基础

上建立品牌创新资产，以此建立和保持企业及品牌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此外，还要加快形成以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切实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

同发展的战略精神。

第二，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品牌获得国家级地位，加快建设“中国制造”品牌。研究表明，

品牌创新资产通过加强品牌与国家的联结，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企业

应当重视利用科技创新来提升品牌与国家的联结度。在建立国家级品牌的过程中，企业需立足

于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利用科技创新来增强品牌对来源国的“代表性”，加强自主研发和利用

先进技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体现国家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强化消费者对“中国

制造”品牌的积极认知。与此同时，通过培育与推广创新文化来加深品牌与来源国的“关联性”，
将企业的创新成果与国家创新文化特征相结合。要以科技和文化力量的双重驱动，确保企业品

牌与国家形象同频共振，使创新成为品牌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

中，通过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强化企业的品牌形象，在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从而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科技创新不仅是企业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手

段，更是构建和发展国家级品牌的关键。

第三，实施自主自强的科技创新品牌战略，注重源头创新并加强战略科技力量，技术革命

性突破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中之重。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技术相关消费者价值观变量，对

于增强消费者对拥有品牌创新资产企业的竞争力感知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探讨

了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正面影响，并证实了技术民族主义在该影响路径中

的正向显著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发现为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效机制，即通过自主创新和

源头创新加强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从而促进消费者对创新型企业的积极态度和偏好。因此，

在操作层面上，企业应有意识地在品牌建设中融入品牌创新资产，向消费者传达企业的创新理

念和成果。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品牌的市场价值，还能增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可

持续竞争优势。企业需要在其传播策略中明确体现科技创新的价值，通过“硬核”宣传强化消费

者对企业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认识，从而形成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和承诺。

（三）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补充和改进。第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当前研究主要依赖于问卷调查来验证理论模型，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可能受到样本选择和主

观偏见的限制。未来研究应考虑采用更多元化的方法和严谨规范的研究设计，如内隐记忆实

验、网络大数据分析以及专精特新焦点企业案例追踪研究，以获得更全面和细致的理解。

第二，本文对品牌创新资产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量的方式，现

有研究中已有基于企业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多维测量方式，从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

对象等维度进行测度（朱富显等，2024；卢江等，2024）。未来可以进一步从企业资产存量积累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Dierickx和Cool，1989；Felin等，2023）、前沿技术研发投入

（Czarnitzki等，2023）、专利质量（patent quality）（Wei等，2017；Higham等，2021）、企业组织架构

（Porter和Heppelmann，2015）等角度展开组态分析，与顾客感知形成整合性测量框架，探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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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同阶段中资源配置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关系。第三，本

文仅采用了技术民族主义作为调节变量，在品牌创新资产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路径

中加入了技术民族主义的调节效应。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国家和企业层面的调节变量，

如科技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Godin和Gingras，2000；邓环，2013）、技术主权（technology
sovereignty）（Edler等，2023）、企业创新导向（innovation orientation）（Farzaneh等，20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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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on Corporat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e Jiaxun1,2,3,4,  Hu Jingyi3,4,  Li Kangrui4
（1. Asia Europe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4. Institute for Nation(al) Branding Strate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315 consumer survey
response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y of “brand-nation connection”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affect corporat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positively affect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brand-nation connection. In this process, techno-nationalism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brand-nation connec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se findings
adva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urther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micro level. Practic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direct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leading Chinese enterprises on how to develop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suggesting that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enhance the degree of brand-nation
connection, boost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brands to their countri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level brand status, thus forming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micro-leve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brand innovative asset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rand-nation connectio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echno-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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